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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独立以来， 苏丹屡经政治动荡与冲突， 其背后的深层

原因在于国家治理存在结构性危机。 军政府领导的制度建设没能为政治

的制度化运行奠定稳固基础。 政党制度弱化， 难以发挥利益代表、 利益

表达和政治整合的制度性作用。 政治制度衰败， 各种社会力量以非制度

化的方式直接参与政治。 执政精英也未能平衡好国内各族群、 地域之间

的关系。 权力、 资源分配不平衡导致族群、 文化身份被政治化， 加剧社

会对立与冲突。 部分精英将宗教信仰政治化， 造成国家治理目标严重错

位， 苏丹也因此多次错失实现国内和平与统一的机会。 经济发展的结构

性失衡导致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无法得到保障， 进而冲击政治稳定。 军

事强人垮台后， 苏丹政治失序进一步加剧， 但重建稳定的政治秩序不能

仅靠军事手段， 只有通过对话达成共识才能为构建稳定的政治秩序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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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失序是一国政府失去对国内政治秩序的掌控， 政治团体、 军事机构、 社

会群体以超出法律和制度容许的形式表达政治诉求， 具体表现为抗议、 骚乱、 政

变与冲突。 自独立以来， 苏丹就曾多次陷入政治失序， 其最新表现是苏丹武装部

队与快速支援部队 （Ｒａｐｉ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ｃｅｓ） 于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在首都喀土穆等

地爆发武装冲突， 一直延续至今。 这场冲突加剧了人道主义危机， 引发国际社会

关注。 对于苏丹政治失序现象， 学界也较为关注。 既往研究主要分析了苏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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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与政治变局， 强调国内冲突和政权垮台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失序的表现和结

果。① 为了更好地理解苏丹政局演变， 有必要剖析导致苏丹政治失序的结构性因

素。 本文认为， 苏丹政治失序的深层原因可以追溯到巴希尔时期， 甚至是独立以

来苏丹国家治理的结构性问题。 因此， 结合历史与现实， 本文拟探究结构性因素

的历史根源和发展变化， 同时试图分析结构性因素如何影响苏丹的现实政治。

制度衰败动摇政治秩序稳定

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来看， 作为一个国家的治理主体， 政府与政党的制度稳定

性和制度执行力是维持政治秩序稳定、 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 独立后的

苏丹实行英国式议会民主制， 但是受社会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限制， 占人口多数

的农村居民政治参与度不高， 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社会精英的游戏。 主流政党

代表着传统社会精英的利益， 多党政治实际上是传统社会精英内部的宗派之争。
显然， 这一制度无法满足城市中产人群参与政治的迫切需求。 这时， 军官集团就

扮演了破旧立新的角色， 通过政变打破了传统社会精英对政治的垄断， 进而实现

政治与经济变革。
除了传统君主国外， 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政治发展阶段。 在这

类 “激进” 共和国中， 较为成功的政治制度建设一般由两种力量引领： 一种是

由具有进步意识的军官集团主导， 如苏丹邻国埃及。 １９５２ 年纳赛尔领导 “自由

军官” 组织推翻君主统治后， 建立群众组织和新政党来联系和动员群众， 确立起

稳固的政治秩序。 另一种是由民族主义政党领导， 典型例子是叙利亚和伊拉克。
复兴党通过渗透军队发动政变， 进而建立起以该党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苏丹与上

述国家不同， 无论是军队还是政党都难以单独主导政治制度建设。 在苏丹， 发动

政变的军官集团无法得到所有军人的支持， 他们不得不与某些政党联合。 这些政

党也与代表传统社会精英利益的主流政党不同， 它们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纲领，
在普通民众阶层享有一定的号召力， 能够为军官集团提供意识形态纲领并进行社

会动员， 军队则为其提供快速夺取权力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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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 年 ５ 月， 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 （Ｇａａｆａｒ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Ｎｉｍｅｒｉ） 领导

“自由军官” 组织通过政变成功夺权， 随即与苏丹共产党进行合作。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 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 （Ｏｍａｒ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ｈｍｅｄ Ａｌ － Ｂａｓｈｉｒ） 通过

政变上台， 这背后离不开全国伊斯兰阵线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ｒｏｎｔ） 的策划和支

持。 然而， 无论是尼迈里政权还是巴希尔政权， 军官集团与政党的联合都不稳

固。 仅合作一年左右， 尼迈里就与苏丹共产党决裂。 巴希尔政权起初也听命于全

国伊斯兰阵线， 但在政权稳固后， 军官集团并未如期交出权力， 甚至还将原全国

伊斯兰阵线领导人哈桑·图拉比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ｌ － Ｔｕｒａｂｉ） 逐出权力中枢。
作为苏丹社会组织性最强的两类机构， 军队和政党整合失败严重削弱了政府

建立稳固政治秩序、 实现高效国家治理的能力。 军队本身并非治理组织， 有一定

群众基础的政党本可以成为执政集团的核心， 其组织架构也可以为国家治理提供

坚实的组织基础， 但整合失败后军政府便无法利用政党原有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动

员能力。 例如， 与苏丹共产党决裂后， 尼迈里政府失去了以苏丹共产党为核心的

左翼力量的支持。 虽然尼迈里政府又组建了新的执政党———苏丹社会主义联盟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Ｕｎｉｏｎ）， 但是该党并不具备苏丹共产党拥有的社会基础和组织

动员能力， 因而无法为尼迈里政府的改革议程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
在军政府治下， 政党被弱化和边缘化。 政党即便与军队仍能维持合作关系，

也难以发挥领导政权的制度性作用， 甚至连自身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基础也遭到削

弱。 在多党制时代， 全国伊斯兰阵线拥有相当活跃的组织网络和较强的社会动员

能力， 然而随着巴希尔政权上台， 全国伊斯兰阵线与其他政党一起被解散。 全国

伊斯兰阵线领导人认为， 夺取政权后党的使命就已完成， 因此该党也没有继续存

在的必要。 后来， 这一决定遭到许多党员的批评， 他们讽刺全国伊斯兰阵线是唯

一真正被解散的政党， 其他政党虽然被迫转入地下， 但至少以各种方式维持活

动。① １９９５ 年后， 感到丧失实权的图拉比才着手将协商机构 “全国大会” 改造

为执政党，② 并以该党为自身权力基础。 然而， 图拉比修改宪法以限制总统权力

的企图引起巴希尔反制， 图拉比打造和强化执政党的努力也因此中止。 此后， 全

国大会党虽然名为执政党， 但实际上并非政权的决策中枢， 其地位低于政府、 军

队和安全机构。 一位党内领导成员评论道： “我们成了公共关系职员， 安全部门

是我们的上司。”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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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政党的意识形态骨干决裂后， 军政府试图将尽可能多的政府支持者聚集

到执政党内， 以巩固政权。 然而， 随着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空心化， 其不再推出任

何政治纲领， 只起到笼络社会精英的作用。 尼迈里政府建立的苏丹社会主义联盟

起初主要由阿拉伯社会主义者和技术官僚组成， 他们至少还共享大致相同的政治

目标。 但 １９７６ 年民族和解后， 宗派政党、 穆兄会等反对势力被吸收进苏丹社会

主义联盟。① 这一举措解除了反对派威胁， 而代价是执政党内部团结和意识形态

一致性荡然无存， 新加入的前反对派政客并不认同 “五月革命” 的意识形态。
２０００ 年， 巴希尔与图拉比决裂。 为了稳固政权， 巴希尔政府向前反对派递

出橄榄枝， 一些反对派人士和分支派系被吸纳进全国大会党， 比如反对党民主联

合党的一个分支， 还有一些南方政客。 与巴希尔结盟的伊斯兰主义者继续留在政

府内， 但他们已将政治生存置于意识形态纲领之上， 而且伊斯兰主义者之间也存

在派系斗争， 比如副总理阿里·奥斯曼·塔哈 （Ａｌｉ Ｏｔｈｍａｎ Ｔａｈａ） 和总统顾问纳

菲·阿里·纳菲 （Ｎａｆｉ Ａｌｉ Ｎａｆｉ） 之间就矛盾重重。 各派系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

纲领， 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只是保持权力的共同目标。
政党制度衰败削弱了政府维持政治秩序稳定的能力。 政党的社会基础逐渐流

失， 难以发挥利益代表、 利益表达等制度性作用， 工会、 行业协会和其他社会群

体则通过各种途径直接表达政治诉求。 在泛政治化社会中， 军队凭借其严密的组

织性和对暴力工具的掌控成为维持政治秩序稳定的真正支柱。 然而， 由于军队脱

离社会， 如果没有强大的执政党支撑， 军政府就缺乏社会动员网络。 相较而言，
社会团体在所代表的群体中享有较高威望， 能够相对容易地进行政治动员。 在反

对尼迈里政权和巴希尔政权的游行中， 工会和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扮演了关键性

角色。 ２０１８ 年， 由多个行业协会联合组成的 “苏丹职业人士协会”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是最早组织抗议示威的团体， 也是此次抗议示威活动最

具组织性的力量。 面对社会团体的政治动员， 军队脱离社会的劣势很快体现出

来， 军政府关于社会变化和社会情绪的敏感度较低， 无法做出快速应对， 导致其

在政治和舆论方面处于下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由军事强人维系的政治秩序垮塌， 各方政治势力随即围绕权

力分配展开激烈博弈， 而军事暴力和街头示威是它们最主要、 最直接的权力争夺

方式。 虽然， 苏丹职业人士协会曾与反对派组建 “自由与变革力量”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联盟， 并与军方就过渡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权力安排达成协

议， 但文官势力根本无力约束军队行为， 军队随时可以动用武力掌控政权。 ２０２１

·７４·

① Ｍａｎｓｏｕｒ Ｋｈａｌｉ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ｙ Ｄｅ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ｉｔｅ ｉｎ Ｓｕｄ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９０，ｐ.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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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０ 月， 苏丹军方单方面中止过渡时期宪法文件， 解散过渡政府。 苏丹武装部

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的冲突反映了同样的逻辑， 即军事暴力是夺取权力最有力的手

段， 街头示威是除军事暴力以外最主要的政治表达途径。 ２０２１ 年政变后， 民间草根团

体 “抵抗委员会”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不断组织游行示威， 向军方施

加压力。 在这种高度泛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 政党已失去作为政治表达制度性渠

道的作用。 它既不能约束军方行为， 也无力控制民间团体的街头示威， 后者不但

自认为是民意代表， 还一再指责政党存在 “出卖革命” 的嫌疑。 几乎所有具备

政治意图的社会力量都通过非制度化方式进行直接的政治表达， 重建稳定的政治

秩序困难重重。
过去半个世纪， 苏丹政治制度建设没有取得理想成果。 军官集团一度与政党

携手开创了政治新局面， 打造了新的政治制度。 然而， 军政府没能建立起社会基

础牢固的执政党， 甚至连政党制度本身也受到削弱， 不能作为利益代表、 利益表

达和政治整合的制度基础， 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日益边缘化。 制度衰败削弱了政

府维持政治秩序稳定的能力， 社会泛政治化严重， 社会团体以非制度化方式进行

政治表达， 使重建稳定的政治秩序困难重重。

身份政治加重社会政治极化

与许多非洲国家一样， 苏丹语言和族群复杂多元， 建构民族国家身份的任务

十分艰巨， 因而需要政治精英有意识地培养和强化国民的国家认同感， 并以建立

团结统一的民族国家为治理目标。 然而， 苏丹政治精英在身份建构方面的表现并

不尽如人意。 他们将自己的文化身份 （阿拉伯—伊斯兰） 视为苏丹民族国家的

身份基础， 对苏丹族群和文化多元性认识不足， 更谈不上以多元性基础建构统一

的民族共同体。 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源自苏丹历史上形成了基于部落与文化身份

的尊卑之分。 阿拉伯部落迁入苏丹后， 经过几个世纪的融合与同化， 北部尼罗河

流域居民逐渐接受了阿拉伯人身份， 并以真实或虚构的阿拉伯血统来论证自身身

份的高贵， 即使他们有非洲黑人血统。① 出生于尼罗河流域的苏丹政治精英不自

觉地认为自身文化身份高于其他地区， 从而想当然地将自身文化身份等同于苏丹

的民族国家身份。 苏丹独立后，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身份的优越性得到宪法确

认。 例如， 苏丹第一部宪法草案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 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

·８４·

①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Ｃｏｌｌｉｎ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ｕｄａ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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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化的苏丹人还在国家权力和资源分配体系中占据明显优势， 苏丹不同

地域和族群的代表反而没有被充分纳入政治体系。 贾阿林、 舍基亚、 栋古拉是尼

罗河流域三大阿拉伯部落， 它们在苏丹独立后 ５０ 年里事实上垄断了从内阁部长

到基层公务员的政府职位。① 由三大部落掌权的苏丹政府也将大部分投资用于尼

罗河流域， 沿岸阿拉伯部落成为最大受益者。 相比之下， 达尔富尔、 科尔多凡等

边缘地区长期被忽视和边缘化。
当与资源分配相关联时， 族群与文化身份容易被政治化。 为了抗拒政治、 经

济边缘化以及文化歧视， 苏丹南方民众强调非洲人和土著身份， 并将阿拉伯人视

为外来者和殖民者。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在北方多族群混居地区， 族群身份

也开始具有越来越显著的政治含义。 阿拉伯人和非洲人两种身份对立， 使资源冲

突染上族群甚至种族冲突的色彩。 面对自然灾害的打击， 达尔富尔的阿拉伯游牧

部落对相邻非阿拉伯族群的资源优势越发不满。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 游牧群体

产生了阿拉伯至上主义的意识，② 组建了阿拉伯部落民兵， 并深度参与达尔富尔

冲突， 他们也是日后快速支援部队的前身。 虽然达尔富尔阿拉伯部落与尼罗河流

域阿拉伯部落共享阿拉伯人身份， 但并不代表他们与尼罗河流域军政精英的利益

一致。 事实上， 达尔富尔阿拉伯部落也是一个边缘化群体， 执政精英利用他们打

击反政府武装， 他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也曾反叛政府。 当两者利益发生冲突时，
地域文化差异同样也会被政治化。 当下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的冲突就激

发了这种身份对立。
掌权的尼罗河流域精英将自身文化身份等同于苏丹的民族国家身份， 没有以

多元性为基础来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 非阿拉伯族群、 尼罗河流域以外地区

被边缘化， 族群与文化身份被政治化。 权力和资源冲突一旦染上身份冲突的色彩

就更加难以解决， 而冲突又将进一步加深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仇恨。 族群与文化

身份的政治化是长期以来苏丹无法实现国内和平与团结的关键原因之一。

宗教信仰政治化导致国家治理目标错位

在国家治理中， 治理的价值层面体现在治理主体奉行的意识形态和选择的发

展道路。 在这方面， 受殖民主义和社会政治因素影响， 苏丹军政精英错误地以宗

教信仰政治化为治理路径， 导致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严重错位。

·９４·

①
②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Ｃｏｌｌｉｎ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ｕｄａｎ，ｐ. ８.
Ａｌｅｘ ｄｅ Ｗａａｌ， “Ｗｈｏ 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ａｒｆｕｒｉａｎｓ：Ａｒａｂ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 １０４，Ｎｏ. ４１５，２００５，ｐ.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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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是一个宗教多元化的国家。 在南苏丹独立之前， 苏丹不同地区的宗教信

仰就存在显著差异。 在苏丹北方， 大部分地区从 １６ 世纪开始就逐渐伊斯兰化。
１９ 世纪下半叶， 马赫迪运动曾建立覆盖范围较广的政教合一型国家。 在苏丹南

方， 当地居民保留了原始宗教信仰， 在土—埃统治时期和马赫迪统治时期， 他们

地位低下， 是猎奴活动的受害者。 进入殖民时期后， 英国殖民当局禁止北方阿拉

伯人进入南方地区， 并且鼓励西方传教士到南方传教， 教会学校也由此培养出一

批信奉基督教的南方精英。 尽管苏丹南北的宗教信仰存在差异， 但在独立之初，
宗教问题并不是争议的焦点。 当时， 南方精英的主要诉求是构建联邦制国家， 北

方精英也未刻意突出伊斯兰教的地位。
宗教信仰政治化伴随着现代伊斯兰主义兴起而出现。 伊斯兰主义者将宗教视

为一种政治体系， 宣扬并推动建立政教一体的伊斯兰国家。 苏丹的伊斯兰主义政

党起初实力较弱， 但它自我标榜为伊斯兰 “捍卫者”， 在政治斗争中广泛采用宗

教话语， 推动宗教政治化。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 伊斯兰主义思潮在苏丹等中

东国家兴起。 为了巩固自身合法性， 尼迈里政府逐步推行伊斯兰化政策， 实行禁

酒， 废除违背伊斯兰教法的法律。 伊斯兰化政策的高峰是 １９８３ 年颁布了含有伊

斯兰传统刑罚的法典， 尼迈里政府甚至设立了专门法院， 以快速审判和执行此类

刑罚。①

伊斯兰化政策遭到左翼人士和世俗主义者的普遍反对， 但是得到相当一部分

苏丹社会精英的支持。 伊斯兰主义之所以对社会精英具有吸引力， 是因为它在一

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精英寻找自身主体性的需求。 苏丹社会精英的历史起源决定

了他们的主体意识深受殖民主义影响。 作为殖民时代教育系统的产物， 他们受到

西方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 但所受教育又不足以使他们深入理解西方思想体

系。 他们对自身文化信心不足， 在如何对待苏丹社会传统上充满矛盾。 一方面，
他们不认同乃至拒绝社会传统的某些方面； 另一方面， 他们又无法割断与社会传

统的联系。 伊斯兰主义者号召以 ７ 世纪的穆斯林社群为榜样， 改革伊斯兰宗教传

统， 同时对从西方引入的制度和法律进行伊斯兰化改造， 实现宗教与现代性相

容。 这种主张有意识地将当下现实与理想化过去相联系， 在一定程度上是穆斯林

精英调和传统与现代性的尝试。
虽然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迎合了部分穆斯林精英的诉求， 但并非所有苏丹

人都欢迎宗教信仰政治化， 尤其是非穆斯林群体不能接受政府推行的伊斯兰化。
尼迈里政府颁布的伊斯兰刑法典没有豁免以非穆斯林为主的南方居民， 等于将伊

·０５·

① Ｗ. Ｊ. Ｂｅｒｒｉｄｇｅ，Ｈａｓａｎ ａｌ － Ｔｕｒａｂｉ：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Ｓｕｄａ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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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教法强加于南方， 这也是 １９８３ 年第二次苏丹内战爆发的诱因之一。 南方反

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Ｓｕｄ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简称 “苏人

运”） 主张建立宗教一律平等的世俗国家， 强烈要求废除包含伊斯兰刑罚的法

律， 并以此为和谈的先决条件。 １９８５ 年尼迈里政权垮台后， 苏人运一度与北方

政党达成协议， 冻结尼迈里政府颁布的伊斯兰刑罚条款， 开启和平谈判。 但全国

伊斯兰阵线极力炒作伊斯兰教法问题， 促使其他主要政党不得不支持保留伊斯兰

刑法典。① 当萨迪克·马赫迪 （Ｓａｄｉｑ ａｌ － Ｍａｈｄｉ） 政府于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最终同意冻

结伊斯兰刑罚条款， 并以此开启与苏人运的和谈时， 全国伊斯兰阵线指使巴希尔

等军官发动了所谓的 “国家拯救革命”， 中止了苏丹和平进程。
“国家拯救” 政权以伊斯兰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 新

政权将实现国家与社会伊斯兰化作为治理目标， 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来执行其认

定的伊斯兰法律和道德标准。② 在南方问题上， 新政府以 “圣战” 之名加强对南

方反政府武装的进攻， 试图用军事手段解决南方问题。 喀土穆政府还推出所谓的

“文明计划”， 在南科尔多凡和青尼罗河州等地区宣教， 强制当地人皈依伊斯兰

教或改变不符合伊斯兰正统教义的生活方式。③ 这些举措对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

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战争耗费大量财政资源， 拖累本就举步维艰的苏丹经济，
伊斯兰化则增强了少数族群对中央政府和阿拉伯人的反感。 当巴希尔与图拉比决

裂后， 喀土穆政府放弃了激进的伊斯兰化政策， 转而采取实用主义政策。 然而，
作为一种理念的伊斯兰主义在北方仍有市场。 即使 ２０００ 年南北和谈开启后， 一

部分北方精英仍然在意伊斯兰教法的地位， 而不是和平统一。 部分人甚至认为，
南方分离出去将使北方终于有机会确立伊斯兰身份。 在具体谈判中， 苏人运领导

人约翰·加朗 （Ｊｏｈｎ Ｇａｒａｎｇ） 向苏丹第一副总统阿里·奥斯曼 （Ａｌｉ Ｏｓｍａｎ） 提

议， 若政府放弃伊斯兰教法条款， 南方愿意放弃独立选项。 由于面临强硬伊斯兰

主义者的巨大压力， 奥斯曼不得不拒绝这项提议。④

虽然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过渡期内， 苏丹依据 《全面和平协议》 在法律中落

实了世俗主义原则， 但在南苏丹公投独立后， 巴希尔政府再次将宗教政治化作

为加强自身合法性的手段。 巴希尔称， 当南方分离出去后， 政府将寻求修改宪

·１５·

①
②
③

④

Ｓｉｄａｈｍｅ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ｕｄａｎ，Ｃｕｒｚ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 １７８.
例如 １９９１ 年颁布的刑法典和 １９９６ 年颁布的 《公共秩序法》。
Ａｌｅｘ ｄｅ Ｗａａｌ ａｎｄ Ａ. Ｈ. Ａｂｄｅｌ Ｓａｌａｍ，“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Ｊｉｈａｄ ｉｎ Ｓｕｄａｎ，” ｉｎ Ａｌｅｘ ｄｅ
Ｗａａｌ（ ｅｄ.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ｅｍ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ｐｐ. ９０ － ９４.
Ｈａｒｒｙ Ｖｅｒｈｏｅｖｅｎ，“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Ｓｕｄａｎ’ ｓ Ａｌ － Ｉｎｇａｚ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ｅ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ｅａ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ｓ，Ｖｏｌ. １５，Ｎｏ. ２，２０１３，ｐ.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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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伊斯兰教将被定为官方宗教， 伊斯兰教法将成为主要的立法基础， 阿拉伯

语也将成为国家官方语言。① 这一表态迎合了阿拉伯化苏丹人对阿拉伯—伊斯兰身

份的诉求， 但是无视南方独立后的苏丹依然面临族群、 语言和宗教多元的现实。
２０１９ 年巴希尔政权垮台后， 政教关系依旧是影响苏丹国内和平的因素之一。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苏丹过渡政府与大多数反政府武装签署了和平协议， 但仍有部分

反政府武装拒绝参与和平进程， 其原因之一正是他们与政府在政教关系问题上存

在分歧。 未加入和平进程的苏人运—北方局希鲁派要求政府承诺实行政教分离原

则， 而苏丹军方则认为该问题应留待未来的制宪会议解决。 政教分离遭到伊斯兰

势力强烈反对。 自巴希尔执政末期以来， 伊斯兰政党威望下降， 实力大不如前，
但伊斯兰势力并未销声匿迹， 在苏丹社会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认同伊斯兰主义。
同时， 伊斯兰势力还尽一切可能利用各种矛盾， 以恢复自身影响力。 “自由与变

革力量” 和其他反对派一直认为军方高层有人支持或同情伊斯兰主义， 并与前政

权残余势力相勾结。 ２０２１ 年， 苏丹军方解散过渡政府后与伊斯兰势力走近。 未

来苏丹政教关系如何定位仍是可能造成社会撕裂的重大议题， 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则关系到能否实现国家团结与长期稳定。
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本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应有之义， 但秉持伊斯兰主义意识

形态的部分精英无视苏丹现实， 一味推动伊斯兰教政治化， 背离了建构统一民族

国家的治理目标。 伊斯兰主义深刻影响着苏丹执政精英处理南方问题的立场和方

式， 他们甚至宁愿放弃国家统一， 也要建立所谓的 “伊斯兰国家”。 南方分离

后， 苏丹政府试图继续以宗教政治化来树立政权合法性， 但是经过数十年内战和

高强度意识形态动员后， 民众更关注实在的物质利益， 宗教话语为政权合法性加

分有限。 宗教政治化不是解决苏丹政治与经济问题的办法， 后巴希尔时代的大部

分军政精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 伊斯兰教在未来苏丹民族认同和政治生活

中的地位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当下混乱的政治局面中， 伊斯兰主义者

试图借机恢复影响力， 其如何影响苏丹未来政局仍有待观察。

经济结构失衡影响政治秩序稳定

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发展不善既会挫伤民众

对政府的满意度与信任， 也会限制政府的财政能力， 大幅削弱政府维持政治秩序

稳定的能力。 独立时的苏丹经济基础薄弱、 经济结构单一、 地区发展不平衡， 历

·２５·

① Ｎｏａｈ Ｓａｌｏｍ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ｖ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ｈｅｔ： Ａｎ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ｕｄａｎ’ｓ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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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政府为此制定了不少经济发展计划和战略， 但由于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政策

失误等原因， 苏丹经济没能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逐渐陷入结构性危机。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经济危机成为苏丹政府面对的最棘手问题， 也是影

响苏丹政局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爆发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是苏丹政府在 ２０ 世

纪六七十年代制定了过于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 这些计划主要依靠政府投

资， 许多项目耗资巨大， 不但没有实现理想的经济效益， 反倒成为政府的财政负

担。 在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 腐败和管理不善造成巨大浪费和损失。 一些政府

官员利用职务之便， 绕开正常的决策程序， 自行同外国投资者和公司缔结协议，
从中赚取大量回扣， 苏丹政府却因此背下大量债务。① 另外，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国

际油价飙涨加重了苏丹外汇支出负担。 １９８１ 年， 苏丹外债已达 ３０ 亿美元。② 巨

额外债大大限制了政府的经济活动空间， 迫使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结

构性改革， 包括削减公共开支、 减少食品补贴， 但这些举措增加了民众的生活成

本， 并且威胁政治稳定。 １９８５ 年初， 尼迈里政府宣布汽油价格上涨 ７５％ ， 后又

宣布面包和食糖价格上涨， 不满的民众遂上街抗议，③ 最终导致尼迈里政府

垮台。
巴希尔上台时， 之前积累的巨额外债早已超出政府偿付能力。 为了应对危

机， 巴希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自由化举措： 取消政府对投资、 生产和贸易活

动的限制； 出售亏损的国有企业或将其转变为股份所有制企业； 放开对出口商品

价格和基本商品价格的管制。 这一系列措施起到了节省政府开支的作用， 但是负

面效果也很明显。 放开价格管制和取消补贴导致基本商品价格飞涨， 糖、 面包和

液化气价格在补贴取消后立刻上涨 ７５％ ， 这大大增加了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生

活负担。④ 到 ２０ 世纪末， 经济紧缩措施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酝酿出对巴希尔政

权的不满情绪。
为了缓解财政危机， 同时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 以增强政权合法性， 巴

希尔政府将注意力投向石油行业。 虽然大多数国家的例子已表明， 依赖石油资源

对于国民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有负面影响， 但对苏丹来说出口

石油是短期内急需且唯一可行的经济 “拯救” 之道。 在一些亚洲国家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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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下， 苏丹实现了石油商业开采， 并于 １９９９ 年成为石油出口国。 ２００９ 年， 苏

丹石油产量达到每日 ４９ 万桶的高峰。① 石油出口收入带来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
使苏丹政府得以实施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经济发展项目。

然而， 石油出口只对苏丹经济危机起到缓解作用， 而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
石油繁荣非但没有改善地区间发展失衡， 反而扩大地区间发展差距。 在北方， 几

乎所有的投资都集中于哈姆迪三角地带， 即栋古拉、 欧拜伊德与森纳尔之间的区

域。② 达尔富尔等边缘地区没有分享到石油收益， 这也是达尔富尔冲突爆发的原

因之一。
南苏丹独立后， 苏丹失去大部分石油收入， 之前被掩盖的问题暴露出来， 并

进一步恶化。 在实现石油出口前， 农产品是苏丹主要的出口商品。 苏丹拥有丰富

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 农业发展条件较为优渥。 政府一度重视农业发展， 但石油

出口后， 农业发展被政府忽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 苏丹农业年均增长率只有

３. ６％ ， 而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增长率为 １０. ８％ 。③ 农业发展直接关系到大量民众

的收入水平， 因为苏丹 ８０％ 的劳动力仍以农业为生， 其中大部分还是从事传统

农业的小农。
然而， 政府对农业投入严重不足， 而且大部分农业投资流入大型灌溉项目和

机械化项目， 这些项目只惠及小部分人， 小农难以得到提升生产力所需的资金和

技术。 农业发展滞后对苏丹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造成负面影响， 由于粮食产量不

足， 苏丹长期依赖粮食进口。 虽然石油出口改善了贸易平衡状况， 但是苏丹粮食

进口逐年增加。 随着全球粮价上涨， 苏丹不得不花费更多外汇， 以满足国内粮食

需求。 当失去石油出口收入后， 粮食进口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 ２０２０ 年， 苏丹

进口价值最大的商品是原糖和小麦， 分别花费 ５. ６ 亿美元和 ５. ３ 亿美元。④ 财政

收入锐减和粮价上涨使粮价补贴政策难以为继。 ２０１８ 年， 苏丹政府决定取消面

粉补贴， 食品价格立即飙涨。 不堪忍受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最终导致巴希尔政

府下台。
失去石油收入还降低了苏丹政府的控制力， 而部分军政精英则从经济结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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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受益。 石油收入大幅减少后， 黄金迅速成为苏丹第一大外汇来源， 出口占比

达到 ４０％ 。① 然而， 黄金出口无法替代石油出口， 原因在于苏丹金矿分散、 开采

难度低， 中央政府难以集中控制。 苏丹出产量最高的金矿位于达尔富尔民兵武装

控制区。 ２０１７ 年， 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Ｈａｍｄａｎ Ｄａｇｌｏ） 领导

的快速支援部队夺取了该处金矿的控制权。 大量黄金出口没有列入官方统计数

据， 而是在政府默许下被与快速支援部队有关的公司走私出境。② 凭借由此带来

的可观收入， 达加洛扩充了快速支援部队， 该部队名义上是国家军队， 本质上是

达加洛的私人武装。 随着装备和人数快速增长， 快速支援部队的实力足以与苏丹

武装部队分庭抗礼， 这也为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冲突埋下伏笔。
自独立以来， 苏丹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健康、 稳定的经济发展道路。 在工农业

发展滞后的情况下， 政府将经济发展希望寄托于石油出口。 然而， 对石油资源的

依赖不利于经济长远健康发展。 石油收益带来的繁荣并未解决苏丹经济的结构性

问题， 反而加重了边缘地区不满。 当失去大部分石油收入后， 财政拮据迫使政府

削减消费品补贴， 民众生活艰难， 对政府的失望和不满导致政局不稳。 财政资源

枯竭还限制了中央政府对民兵武装的控制能力， 后者通过黄金走私等途径积聚资

金， 拥有夺取政权的实力。 只有实现平衡的经济发展、 良好的经济管理和民生改

善， 苏丹才有可能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治秩序。

结　 语

苏丹独立以来， 政治体系曾经历两次重大颠覆和重塑： 一次是尼迈里领导的

“自由军官” 政变， 另一次是巴希尔领导的 “国家拯救革命”。 这两次重塑具有

一些相似性， 军官集团凭借武力重塑政治体系后， 在稳定政局、 改善经济等方面

取得一些成绩， 然而军政府的国家建构之路遇到很大阻碍和挫折， 国内冲突死灰

复燃， 经济危机越发深重， 军事强人最终黯然下台。 ２０１９ 年， 巴希尔政权垮台

后， 苏丹至今仍未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 甚至政治失序越发严重。
多重原因导致苏丹政治失序。 从政治制度来看， 军人夺权后未能建立稳固、

有效的政治制度， 并且执政党的制度建设严重不足， 内部凝聚力和动员能力低

下， 没能成为政治体系的核心。 政党制度也被削弱， 难以发挥利益代表、 利益表

达和政治整合的制度性作用。 社会组织、 草根团体代替政党， 成为政治表达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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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参与的渠道。 特别是草根团体 “抵抗委员会” 在反巴希尔游行示威和后巴希

尔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标志着民众的政治参与已经越发脱离传

统政党和社会组织的控制。 政治参与进一步扩大和政治制度孱弱与缺失并存， 可

能使重建政治秩序变得更加困难。
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 统一的民族国家身份缺失， 不同群体的文化身

份对立， 加重社会政治撕裂和极化。 掌权的军政精英一味抬高自身族群和文化身

份， 并未有意识地在多元族群与文化之上建构民族国家认同。 在权力和资源争夺

中， 族群和文化身份被政治化， 严重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内稳定。
在价值理念方面， 苏丹执政精英将伊斯兰宗教话语作为政治资源， 试图通过

宗教政治化提升执政合法性。 事实证明， 宗教政治化并非解决政治与经济问题的

良方。 宗教政治化加深苏丹国内不同信仰群体和族群之间的对立， 使苏丹屡次错

失实现国内和平与统一的机会。 部分穆斯林精英至今仍坚持政教合一理念， 一些

非阿拉伯精英对此不能接受， 这是实现苏丹国内和解的一个障碍。
经济结构性失衡也是影响政治秩序稳定的因素。 石油出口曾带来十多年的经

济发展， 但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反而加重， 引发边缘地区精英和民众不满。 失去石

油收入后， 政府掌握的财政资源锐减， 治理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与国计民生息息

相关的农业长期遭到忽视， 苏丹不得不依赖粮食进口， 财政负担和国际收支失衡

在粮价上涨的背景下日益严重， 最终危及政治稳定。 部分军政精英和武装派系从

失衡的经济结构中受益， 成为政权的有力争夺者。
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的冲突中断了本已脆弱的政治过渡进程， 使苏

丹政治稳定乃至国家统一的前景更加晦暗不明。 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建立长久稳定

的政治秩序。 苏丹当下最急迫的任务是停火止战， 通过对话解决矛盾。 在实现停

火后， 包括军队、 政党、 武装组织、 社会组织在内的各方势力都需参与政治对

话， 为政治过渡制定一份具有共识的路线图。 唯有通过对话达成共识， 为一个所

有部落、 族群、 宗教信仰一律平等的民族国家奠定基础， 苏丹和平稳定才能得到

根本保证。

（责任编辑： 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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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Ｅｇｙｐｔ’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ｔ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ｍａｎｙ. Ｉｔ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ｐｌａｙ ａ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ｙ ａ ｍｏｒｅ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Ｅｇｙｐｔ’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ｏｗｅｒ，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ｇｙｐｔ，ＢＲＩＣＳ，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ｕｔｈｏｒｓ：Ｗａｎｇ Ｔａｉ，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ｅ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Ｍｉｎｚ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ｏｎｇ
Ｌｉａｏ ０２８０００）；Ｌｉｕ Ｘｉａｎ Ｐｅｎｇ，Ｍａｓｔｅｒ’ｓ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Ｍｉｎｚ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ｏｎｇ Ｌｉａｏ ０２８０００）．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Ｓｕｄａｎ：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Ｓｕｄａｎ ｈａｓ ｓｅｅ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ｕｒｍｏｉ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ｗｈｏｓｅ ｒｏｏｔｓ ｌｉ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ｎｅｖｅｒ
ｂｅｅｎ ｓｏｌｖ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ｌａｙ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ｅｌｉｔｅｓ ａｌｓｏ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ｕ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ｉｎｇ ｓｏｃｉｏ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Ｓｏｍ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ｂｅｌｉｅｆｓ，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ｍｉｓ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Ｓｕｄａｎ
ｈａｓ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ｍｉｓｓｅ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ｌｍｏｓｔ ｕｎａｃｈｉｅｖ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ｓ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Ｓｕｄａ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ｒｏｎｇｍａ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ｍｅａｎｓ ａｌｏｎｅ，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ａ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ｃａｎ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ｕｄ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Ａｕｔｈｏｒ：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２２５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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